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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分配制度：一种政治

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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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

18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化征程，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约

翰·穆勒基于英国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分配理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

征与自己的中国特色。一方面，处于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具有英国在李嘉图时期的发展特征和

穆勒时期的分配特征，需要兼顾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我国应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在分配制度的改革探索中不断推动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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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itical Economy 
LI Guozhen1, HU Huaiguo2 

（1.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Jiangxi, 

China;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is the basic system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Britain began its modernization journey throug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David Ricardo and John Mill proposed their own distribution theorie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British modern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ntain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zation of all countries 

and its own Chinese context. On the one h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contains both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Britain in the Ricardian period 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ll perio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On the new journe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hina should gradually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the distribution theory of 

Ricardo and Mill can provide important inspi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should base itself on the Chines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practical innovation in the reform and explor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distribution system; classical distribution theory; practical innovation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系统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其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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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报告进一步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新时

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结构性的不平衡不充分，在分配领域具体表现为居民收入差

距较大，这与分配制度相对不完善有关。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并已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

程，共同富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客观上要求对现行分配制度作出适应性变革，通过构建更加

完善的分配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并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014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

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

气使的说教。”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达经济体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或许可以给我们提

供某种借鉴和启发。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在 19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并

为其他发达经济体先后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英国现代化虽然与我国正在推进的中

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制度及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质的不同，但是二者之间仍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比如双方均实行市场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会经历类似的发展阶段等，这些共同点为我国有限

度地从英国现代化中汲取养分提供了可能。 

 

一、对英国现代化进程中分配问题的理论回应：从大卫·李嘉图到约

翰·穆勒 

工业革命（18 世纪 60 年代至 19 世纪中叶）深刻地改变了英国的财富状况和社会结构[1]78，

英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分配问题伴随财富增长而出现，引起了英国有识之士

的高度关注，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李嘉图生活于工业革

命中期，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并存，前者仍然是时代主题。因此，李嘉图从分配视角研究

增长，并得出分配不均在长期内将导致经济停滞的悲观结论。穆勒时期，工业革命接近尾声，

分配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所以，穆勒重视研究分配问题，并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主张再分配。 

（一）收入分配不均阻滞经济增长：李嘉图的悲观预期 

李嘉图时期，谷物法问题成为英国社会的热点，这实际上表明英国经济开始转型，机器大

工业时代已经到来。在与马尔萨斯等的学术争论中，李嘉图形成了自己的分配理论，并指出分

配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2]3。地租理论在李嘉图理论体系中占重要地位，直接影响他对

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他的大体逻辑如下：在社会初始状态，人少地多，耕种最肥沃的土地就

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不会产生地租[2]54-55；随着社会进步及人口增长，为了获得必要的食物，

次等土地陆续投入耕种，地租随之产生并不断增长[2]55-56。由于工资主要由食物价格决定[2]75，

后者在农业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下逐步提高[2]75，因此货币工资随之上涨。在工资与利润成反

比的假设下，工资上升则利润下降[2]105。长期内利润降至足够低的水平，资本积累的动力逐渐

消失，经济陷入停滞[2]100-101。 

李嘉图分配理论表明，各要素收益比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土地收益上升，劳动

和资本收益下降，原因在于土地相对稀缺且质量和位置存在差异[2]55。李嘉图认为，农业技术进

步和谷物自由贸易能够延缓经济下降速度[2]109-110，所以他反对谷物法。谷物自由贸易可以给英

国带来廉价谷物并降低工资，还可以减少英国劣等土地耕种并降低地租。地租及工资比例下降

则利润比例上升，从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并促进经济增长。需指出，李嘉图所强调的分配不均



 

 

主要指利润份额太低，这是经济停滞的根源。利润下降源于地租上升，所以李嘉图对土地私有

制提出批判。 

（二）通过再分配政策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穆勒的社会公正思想 

约翰•穆勒在 1848 年首次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时，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经济高速

发展阶段已经过去，分配问题更为突出。与时代相呼应，穆勒的经济学研究侧重于分配问题，

他认为生产规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真理性质[3]169，而分配规律是人类制度的一部

分，财富分配方式取决于特定社会通行的法规或者习俗[3]21。受古典功利主义思想影响，穆勒更

关注社会整体利益，并考虑到实施特定法则所产生的影响。穆勒指出：“社会可以依据它认为

的最好的法则对财富进行分配，但是，必须像其他自然科学或者精神科学那样，通过观察和推

理去揭示这些法则的实施所造成的实际后果。”[3]170 穆勒所强调的“分配法则”主要是指再分

配，因为工资、地租、利润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多地由市场决定。进一步地，穆勒注意到再

分配政策产生的经济影响。因此，再分配政策的设计需要科学合理并与社会经济条件相符，不

能脱离经济发展阶段、损及社会整体利益。 

19 世纪上半期，英国工业革命快速推进，分配问题上升为英国的主要经济问题，李嘉图和

穆勒的分配理论是各自时代的产物。李嘉图同时关注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且侧重初次分配；

穆勒主要关注分配，尤其是再分配。尽管社会制度及发展目标存在质的不同，但从各国现代化

的共同特征看，李嘉图和穆勒时期的英国现代化进程与新发展阶段所对应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存在一定共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英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新发展阶段与英国的

“李嘉图-穆勒”时期 

英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李嘉图和穆勒

抓住了各自所处阶段的时代特征并发展了自己的学说。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并开启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发展是时代主题。同时，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这就要

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分配。李嘉图和穆勒分别处于英国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前者

处于工业革命中期，其核心任务是发展；后者处于工业革命接近尾声阶段，分配受到更多关注。

因此，从现代化的具体进程来看，处于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既表现出李嘉图时期的发展

特征，又表现出穆勒时期的分配特征，与“李嘉图-穆勒”时期的英国现代化有一些共同特征。 

（一）新发展阶段与李嘉图时期：以发展为主题 

新发展阶段是指我国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始向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阐述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指出直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时期我国都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意味着我国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新发展阶

段仍然应当以发展为主题。 

李嘉图时期，英国正处于机器大工业的上升发展阶段。为实现工业的快速发展，新兴工商

业资产阶级要求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及生活消费品[1]59-60。谷物作为基本生活资料，在人口增长的

压力下英国本土的谷物价格比较昂贵，进口谷物更符合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反，传统地

主阶级则试图通过谷物法来维持国内谷物高价进而获得大量地租收入，其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

盾愈演愈烈[1]60-61。从国家利益来看，显然工商业发展能够给英国带来更多的财富。李嘉图敏锐



 

 

地把握时代脉搏，从谷物法之争的社会现象入手，系统论证了不同要素收益比例随经济发展而

不断变化，并产生经济停滞增长的后果。李嘉图经济理论是通过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关系来解开经济增长之谜，没有偏离发展这一时代主题。 

上述分析表明，新发展阶段与李嘉图时期分别对应着中国式现代化和英国现代化的特定发

展阶段，均以发展为主题。李嘉图时期，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分配问题开始显现[4]435，

谷物法之争的本质是关于收益分配的利益之争。类似地，我国经济在长期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

差距随之扩大。李嘉图的分配理论告诉我们，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具有反作用，地租份额增长

挤压了工资及利润份额，使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这为当前我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收入分

配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我们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努力缩小相对较大的收入分

配差距，减小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此外，新发展阶段与李嘉图时期反映了中英两

国现代化的不同内涵。在新发展阶段，为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和经济条件，我们需要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同时，

我们还需要在新发展阶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经济发展促进人的发展[5]。李嘉

图时期，英国现代化更多地涉及经济发展，较少关注人的发展。 

（二）新发展阶段与穆勒时期：更加注重分配 

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分配领域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及行业收入差距较大，

适度缩小收入差距成为新的时代课题。进入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分

配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我国应不断发展和完善分配制度。就现行分

配制度而言，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一些阻碍要素流动和影响市场主体平等性的制度性因素，再

分配工具的收入调节力度相对不足，第三次分配发展尚不充分等。这表明，不断完善分配制度，

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穆勒时期，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分配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在

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市场自由竞争作用下，英国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工人阶级陷入极端贫困

的悲惨境地[1]79-80。富有人文精神的穆勒紧扣时代主题，把分配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

并将古典功利主义哲学思想融入其分配理论中。穆勒基本接受了李嘉图关于各要素分配的长期

变化趋势分析[3]663-677，但他比李嘉图走得更远，穆勒认为国家可以制订再分配政策以促进社会

整体利益。穆勒的分配理论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

思。 

新发展阶段与穆勒时期，分配问题均受到社会重点关注。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对分配问题的

重视，既源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积极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穆勒的社会

公正思想及再分配主张则主要源于英国现代化所导致的社会分化。虽然在新发展阶段与穆勒时

期分配问题均受到格外关注，但二者之间存在不同：新发展阶段对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开启新

征程，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局阶段；而穆勒时期对应的是英国现代化行将结束

之际。英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分配问题的相对忽视造成了社会分化的严重后果[1]79，付出了巨大

代价。我们应把英国现代化作为前车之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加重视分配制度改革，着

力构建更加完善的分配制度。 

（三）新发展阶段：兼顾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 

新发展阶段包含李嘉图时期的发展主题和穆勒时期的分配主题，需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和

收入分配，这是由我国具体生产力水平及社会制度共同决定的。生产力方面，我国生产力水平

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巨大提升，2019 年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距离高收入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一大主题。就社会制度而言，我



 

 

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我们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进入新发展阶段，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然而，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大，分配相应地成

为新发展阶段的又一重要主题。 

李嘉图时期，英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受到更多关注，对分配关注不足，李嘉

图对分配问题的研究也是将经济发展作为其落脚点。到了穆勒时期，英国工业革命临近结束、

现代化基本实现，此时分配问题才受到较多关注。这表明，李嘉图时期和穆勒时期的英国现代

化更具一元化特征，前者侧重于发展维度，后者侧重于分配维度。李嘉图时期对分配问题关注

不足与英国出现社会分化不无关系，这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新发展阶段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在这一阶段开启新征程，并同时关注经济发展

和收入分配。与李嘉图和穆勒时期英国现代化的一元化特征相比，处于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

代化具有二元化特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英国现代化的显著不同之处，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 

综上，新发展阶段同时具有“李嘉图-穆勒”时期的部分时代特征，需要兼顾经济发展与收

入分配。这表明，在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更加艰巨，需要处理的

关系更为复杂，照搬英国现代化的路子肯定行不通。但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英国现代化具有某

些共同特征，二者均需遵循普遍的经济规律，李嘉图和穆勒的分配理论对于顺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能够提供极为重要的理论启发。李嘉图对不同要素收益变化趋势及要素分配与经济发展之

间关系的深刻分析，能够为我国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要素活力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穆

勒的社会公正思想及其对再分配政策的理论分析，对于我国加大再分配工具的调节力度并减小

其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

于各国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此外，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思维方法贯穿

于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是后者的又一重要特色。 

（一）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身处战火频仍、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经过百年奋斗，中

国共产党先后带领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实现基本温饱、达到全面小康，并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

程上继续领导人民向共同富裕迈进。党的百年奋斗史表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主要任

务发生了渐次演变，但是党始终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从而领导人民成功走

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讲，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无从谈起。事实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而是中国

共产党不忘初心使命并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成功探索出来的新道路，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进入新时期。在改革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不断

推进。随着 2020 年我国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领导人民乘势而上

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推进并

在新发展阶段迈上新征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

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 



 

 

截至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均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这与实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式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二者在生产目的上截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生产目的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6]。与之相反，

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后果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社会分化。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

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

国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之与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生产力方面，我

国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生产关系方面，我国积极应对社会主要矛

盾、着力实现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其中，完善分配制度以促进共同富裕就是调整生产关

系的重要体现。 

相反，在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资本相对劳动的优势地位导致社会财富主要流向资本家，

进而出现阶级分化和生产相对过剩，最终引发经济危机并阻碍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作为生产

力中最活跃因素的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被“异化”了，这势必影响劳动者个人及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总之，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忽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是单

纯地追求经济发展而相对忽视人的发展，即“见物不见人”。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分配制度：理论启发与实践创新 

新时代以来，为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和国

家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完善分配制度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首要举措，并指出

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当前，我国在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居民收入差

距较大，这成为阻碍共同富裕实现并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推动分配制度改革势

在必行。前文已述，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对英国现代化特定阶段的理论分

析，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分配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借鉴与启发。同时，我们应立足于中

国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推动实践创新。 

（一）李嘉图的分配理论启发与初次分配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 

李嘉图对不同要素初次分配的收益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通过对地

租产生及其变化趋势的分析，李嘉图得出经济发展会导致地租相对上升及工资和利润相对下降

的结论，利润下降最终阻滞经济增长。李嘉图认为，其根源在于土地的私人垄断及不可替代性。

李嘉图的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般性结论：垄断性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倾向于获得更大的收益

比例，从而扰动收入分配格局并抑制经济发展。这启示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通过要

素市场化改革去除要素垄断性因素，进而优化初次分配结果。在初次分配领域深化要素市场化

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权衡各市场主体的利益，单纯地利用市场手段难以完成

改革任务，应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来优化初次分配结果，从而增

强人民的获得感，这彰显了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新发展阶段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充分激发各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

要求，这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性。 

我国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商品市场已基本实现完全自由流动，要素市场则

受到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未能实现完全自由流动[7]。国内各类生产要素中，土地要素流动

性相对较低，这与特定的土地制度有关，尤其是差异化的城乡土地制度。与城市土地市场相比，



 

 

我国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滞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将农村土地长期隔离在国家一级土

地市场之外，人为地造成了城市土地市场的相对垄断[8]。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城镇人口及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在地方政府垄断的土地供给体系下，城市土地收益随之上涨[9]。

良好的土地收益预期吸引了大量工商业资本及个人投资房地产，导致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经济

出现“脱实向虚”的扭曲现象[10]。为此，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

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党的二十大强调，把

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同时，城市土地的高投资回报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1]。

我国农村有大量经营性建设用地，如果将这部分土地投放到城市土地市场，将会在一定程度上

弱化城市土地的市场垄断地位[12]。“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

场，通过打破城乡土地市场的分割局面来促进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学者认为，通过发展农

村商品房市场可以抑制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促进城市房地产市场理性发展[13]。 

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步伐是实现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

途径[14]。除建设用地外，农村土地征收、宅基地制度也是当前重要的改革议题。全面深化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关键是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14]。农村土地的市场

化改革对于经济发展及收入分配均起着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首先，在经济发展方面，农村土

地市场化改革可以提高全社会的土地供给总量，削弱城市土地市场的垄断地位[12]，从而扭转由

城市地价上涨过快引发的各要素收益比例变化的不利局面，使经济发展回归到正常轨道。同时，

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撬动资本下乡，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资金支持。其次，在收入

分配方面，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能够赋予其更多的财产功能，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15]；

另一方面，农村土地入市通过抑制城市地价的过快上涨而减少了城市土地的投资收益及城市居

民的财产性收入。在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得到适度缩小。 

除土地要素外，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也是当前重要的改革内容。随着数字经

济的兴起，数据、信息等要素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要求健全相关要素

的市场交易机制并削弱其市场垄断力量，防止因垄断力量过大而对收入分配及经济发展产生负

面影响。 

（二）穆勒的分配理论启发与再分配制度：增强再分配调节力度 

穆勒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提出了相对激进的再分配主张。穆勒认为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

竞争力量决定，而再分配由社会制度及习俗决定。李嘉图分配理论主要从市场竞争视角讨论初

次分配问题，强调市场作用；穆勒分配理论则主要从政府视角讨论再分配问题，强调政府作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以，我们应把

英国现代化作为前车之鉴。穆勒分配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强调了政府在再分配领域的积极

作用，对其他国家完善分配制度提供了理论启发。它启示我们：第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应更加重视政府在分配领域的重要作用；第二，市场机制下，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可以改善收入

分配格局，尤其是对于非因个人努力劳动所产生的收入。 

改革开放及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将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在新发展阶段增强再分配调节力度同样离

不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而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以适度缩小相对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

之义。当前，消费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国内相对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制约了

消费增长空间。因此，有必要增强再分配调节力度，通过适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拉动消费并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现实运用。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不仅与市场机制相对不完善导致初次分配结果不尽合理有关[16]，

更与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工具的调节作用相对有限紧密相关[17]。具体而言，在

税收方面，我国直接税比重相对较低，弱化了税收的收入调节作用[18]。因此有学者提出，提高

个人所得税及财产税等直接税比重是强化税收调节作用的重要手段[19]。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

实行分类征收制，这相当于降低了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的高收入人群的实际税负[20]。多数学者

认为，由分类征收制向分类与综合制转型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基本方向[20,21]。同时，个人所得

税以个人为纳税单位，忽视了家庭规模不同及家庭成员收入差异对个人税负所造成的影响[19]。

对此，部分学者认为，由个人课税向家庭课税转型还存在一定难度[20]。关于财产税，一直是社

会讨论的热点。近年来我国城市房价大幅上涨，给投资者带来了大量财产收入[22,23]。根据穆勒

关于所有制基本原则的观点，由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不是个人努力劳动的成果，不

应归个人所有。那么，将土地增值收益以税收的形式上缴国家并用于公共事业支出应是调节收

入分配的有效手段[24]。作为一项重要的财产税，开征遗产税也是增加直接税的来源之一[19]。 

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社会保障在城乡和区域间的不平衡不充分性较为突出[25]。当前，我

国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往往与户籍相挂钩，人为地扩大了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7]。从

不同地区来看，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由于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在社保收支上通常存在净盈余，

当地居民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社保收入。与之相反，经济欠发达地区因劳动力大量流出，导致

本地区的社保收入非常有限，社保支出则相对稳定，从而在社保收支上表现为入不敷出，当地

居民只能领取相对较低的社保收入。就社会保障发挥再分配作用的具体途径而言，可以从社会

保障收支两个方面提升其再分配功能。在收入方面，可以探索累进式社会保障缴费方式[26]；在

支出方面，可以在政策上向发展相对不充分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倾斜。通过收入和支出的双向

作用，协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从穆勒的社会整体利益视角出发，实现社会保

障城乡和区域统筹应是我国社会保障未来的发展方向[27]。 

在转移支付方面，我国也存在着与社会保障类似的问题，制度性因素成为制约转移支付工

具发挥更大作用的藩篱[28]。部分学者认为，向农村及中西部地区倾斜有助于增强转移支付的收

入调节功能[26,28]。 

穆勒再分配理论的另一个启发是，在制订再分配政策时需要考虑该政策可能产生的实际后

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再分配政策

时不能影响发展大局，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条件搞“福利主义”“平均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

矛盾分析方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应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上调整再分配政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中国实践创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其中的一条重要

经验就是，在改革探索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当前，我国已经开启中国

式现代化新征程，共同富裕成为新的时代课题，这就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分配制度

改革，通过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来推进共同富裕及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

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并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

体系，这是在新的历史征程上作出的重大实践创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

现代化之间的重要区别。构建协调配套的分配制度体系是党在新发展阶段作出的重要决策，既

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为本的制度优势，也是基于现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在

生产关系领域作出的相应调整。 



 

 

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与我国初次分配及再分配制度体系还不完善有关。与初

次分配和再分配相比，第三次分配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收入和财富分

配格局。此外，共同富裕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第三次分配不仅可

以通过直接对特定群体的物质捐赠来促进共同富裕，还可以通过提供一些社会化服务，比如建

立希望学校等来提高人力资本，为市场主体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此外，第三次分配还有

助于提高社会和谐和文明程度，进一步夯实市场经济的人文基础，并从精神层面促进共同富裕。 

在现代社会，慈善组织是推动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主体。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发展，我

国形成了公立与民间两大类慈善机构，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慈善捐助年

度报告显示，2015—2018 年我国年度慈善捐赠总额从 1 108.57 亿元增加到 1 624.15 亿元，增幅

达 46.51%。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程度还远远不够。美国捐赠基金会数据显示，

2017 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占 GDP 比重达 2.1%；而根据《2017 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及国家

统计局数据计算，我国同期这一比重仅为 0.18%。这表明，我国慈善事业目前在收入调节方面

的作用相对有限[29]，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不过应认识到，尽管西方慈善制度由来已久，

但是它侧重于缓解绝对贫困问题，对社会上的相对贫困问题作用有限，难以消除贫富两极分化。

相反，我国发展第三次分配，旨在弥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对不足，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

举措。进入新发展阶段，为使第三次分配更好地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有必要提高公立慈善机

构运行效率、发展壮大民间慈善机构规模并创新个人捐赠税收激励政策。 

协调配套是这次分配领域改革的一大亮点，是对以往倾向于单一化和部门化的改革方式所

作出的积极调整。通过增强改革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从而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提升分配治理能

力。在初次分配领域，充分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再分配领域，更好地发挥

政府在收入调节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第三次分配领域，积极利用社会机制来补充初次分配和再

分配的相对不足[30]。市场机制、行政机制与社会机制三管齐下，体现了“协调配套”制度的整体

性。同时，以上三种机制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互为补充的。完善市场机制

需要政府积极推动改革以及社会的广泛参与，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需要基于对市场机制相对不

足的充分认识以及社会的广泛监督，而社会机制的充分利用离不开市场载体以及政府的积极引

导。所以，这次改革又体现出很强的协调性。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完善分配制度，既需要充分利用李嘉图和穆勒分配理论带给我们的

启发，又需要根据我国具体实际推动分配制度改革创新。总体来讲，三次分配制度改革是在党

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前提、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

证统一为方法指引的，它们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中国特色。李嘉图和穆勒的分配理

论是对英国现代化的理论回应，其中所包含的科学分析内容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可以提供理

论启发，从而更好地处理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还需要充分认识到，中

国式现代化与英国现代化存在质的不同。所以，我们应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既不

能忽视收入分配而单纯地追求经济发展，也不能脱离经济发展阶段而追求高水平的福利分配，

需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 

结语 

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国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与调节收入分配的双重历史任

务，而现行分配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关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尚存在一定距离。

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理论思考对其他国家能够

提供有益借鉴。从中英两国现代化的具体进程来看，处于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古典经



 

 

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时期的英国现代化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李嘉图时期，经济发展

是英国的时代主题；穆勒时期，分配问题受到英国社会更多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发展阶

段同时具有“李嘉图-穆勒”时期的部分时代特征，需要兼顾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李嘉图和穆勒

关于其时代主题的古典分配理论对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构建更加完善的分配制度能够

提供某种理论启发。李嘉图的分配理论从分配视角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其关于要素收益分配比

例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刻分析给我们的启发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防止因要素市

场垄断而影响收益分配，进而阻碍经济发展。穆勒的分配理论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提出国家

可以实行再分配的政策主张，同时国家应对再分配政策所产生的实际后果有充分估计。穆勒分

配理论留给我们的启发是：政府应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同时避免因再分配政策的过度实施而

影响经济发展大局。 

除从古典分配理论中获得启发之外，还应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出发，在分配制度改

革中努力推动实践创新。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增强改革

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

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这是我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分配制度作出的重大改革创新。

参考文献： 

[1] 林举岱.英国工业革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2] 大卫·李嘉图.大卫·李嘉图全集（第 1 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3. 

[3]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下）[M].金镝,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 

[4]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M].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7. 

[5] 胡怀国.新发展阶段的理论逻辑：一种思想史的视角[J].改革与战略,2021(5):1-10. 

[6] 李国镇,胡怀国.共同富裕与基本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22(1):69-76. 

[7]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管理世界,2020(12):1-13. 

[8] 马九杰,亓浩.土地一级市场垄断、土地财政的形成与动态变化:基于土地储备制度建立的准实验研究[J].中国

土地科学,2019(08):43-52. 

[9] 邵新建 ,巫和懋 ,江萍 ,等 .中国城市房价的“坚硬泡沫”:基于垄断性土地市场的研究 [J].金融研究 , 

2012(12):67-81. 

[10] 彭俞超,黄娴静,沈吉.房地产投资与金融效率: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的地区差异[J].金融研究,2018(8):51-68. 

[11] 刘呈庆,任玲.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房价收入比的遮掩效应[J].财经科学,2021(10):112-122. 

[12] 周其仁.土地的市场流转不可阻挡[N].经济观察报,2013-12-23. 

[13] 肖毅敏.我国城乡土地资源配置的二元方式及其改革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5(6):144-147. 

[14] 刘守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及其实施[J].法商研究,2014(2):3-10. 

[15] 孔祥智,刘同山.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必要性、内涵与推进策略[J].教学与研究,2014(1):27-34. 

[16] 李实,朱梦冰.中国经济转型 40 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J].管理世界,2018(12):19-28. 

[17] 蔡萌,岳希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市场还是政府政策?[J].财经研究,2016(4):4-14. 

[18] 贾康.中国税制改革中的直接税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1-8. 

[19] 高培勇.论完善税收制度的新阶段[J].经济研究,2015(2):4-15. 

[20] 闫坤,程瑜.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研究[J].税务研究,2016(11):40-44. 

[21] 汪昊.个税改革,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铺路：本轮税改的几个突破[J].人民论坛,2018(25):68-70. 



 

 

[22] 宁光杰,雒蕾,齐伟.我国转型期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平等成因分析[J].经济研究,2016(04):116-128+187. 

[23] 原鹏飞,冯蕾.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富分化：基于 DCGE 模型的房地产价格上涨效应研究[J].经济研

究,2014(9):77-90. 

[24] 唐明.转型期中国房地产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5):44-53. 

[25] 白维军.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公共服务治理路径[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1): 110-116+158. 

[26] 王延中,等.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以社会保险为例[J].经济研究,2016(2):4-15+41. 

[27] 尹蔚民.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J].求是,2013(3):23-25. 

[28] 郭庆旺,等.中国政府转移性支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J].世界经济,2016(8):50-68. 

[29] 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成效、问题与制度完善[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24(6):52-61. 

[30] 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J].浙江社会科学,2021(9):78-83+157-158. 

 

 


